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公开征求意见稿）的几点意见
一、 从《纲要》看到一些发展教育的曙光。

1. 教育经费在2012年达到财政预算的4%，这是很可喜的，但要经历60多年的奋斗才达到，这是很不容易的，希望到2020年至少达能达到5%。

2. 提出了教育公平（p.8），要缩小城乡教育资源上的差距、大小城市差距，这是很正确的。但是高水平师资分布不均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应当借助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远程教育可以缓和这类分布不均的矛盾。
例1. 有了Internet我们能享用的信息和发达国家差别已小多了。
例2. 美国学前儿童的《芝蔴街》，在电视网普及，学前儿童均可享用。
3. 多元化教育办学方式，特别是强调了职业教育，这是很正确的，不能都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4. “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p.9，p.22）。
将提高教育质量摆在核心地位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能再用“本科评估”的办法来自欺欺人了。教育战线中的大规模造假，也是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要比经济上的贪污、腐化和受贿危害性更大！

二、关于“创新”

这个词在文件中出现频度极高，可能仅次于“教育”二字。

1. 此词已被用“泛”、用“俗”，到处都以标有此二字为快，如创新精神，创新型、创新人才、创新能力、创新科技、创新团队、创新管理、甚至“创新型国家”（p.6，行11），拔尖后面还要再加上创新二字，“拨尖创新人才”！？
2. 创新是很重要的，但对于人才培养，特别是一流人才培养还是不够的，不全面的，不到位的，创新能力不是一个能全面表现我们要培养的人才的能力、水平和素质的词儿。

我建议应当采用毛主席的四句话：“所有发现，所有发明，所有创造，所有前进”，这是很科学地表述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水平、发展的层次和目标。没有发现，就不会有发明和创造。发现（Discovery）是第一位，特别是在科学上！发现是发明（Inventions new things）和创造（Createivity）的基础。创造包括新方法、新东西、新记录、新理论、新工艺等)，前进（advance、forward或progress）是推进事物向前发展。创新（Innovations）一般包含于创造性和改革（相对于旧的）上。
1947年12月晶体管的诞生很好地表现了“所有发现，所有发明，所有创造，所有前进”的含义。见附件1。
三、关于素质教育

最近十多年来，对于素质教育提的最多，叫的最响，但我觉得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1. 素质教育到底内涵是什么？很不清楚。

素质教育可以提的很高，如p.11,“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也经常被泛化为理工科学校开展一些文娱活动，请歌星来校唱歌，请名人、作家来校演讲，听听专业之外的知识讲座等，都被归入了所谓的素质教育。

2.《现代汉语词典》对素质的解释：“素质”指事物本来的性质，心理学上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

由此可见，人的素质的多样性，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不同专业对人的素质要求也不同，作为领导、科学家、工程师、作家、演员、运动员等所需的素质都不相同，即使是演员，唱歌的、跳舞的、弹琴的所需的素质各不相同，即使都是唱歌，民族、美声唱法，高、中音、低音、花腔等歌唱家也都有不同的素质要求。

素质又有先天的和后天培养、训练的。但后天的是以先天的为基础，一个人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寓于他的DNA之中。要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因材施教，发挥每个人的特长，才能出人才。而不能“树立人人成才”的观念（p.30），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是唯意志论的观点，不符合唯物主义，教育不是万能的。还是应当回到“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唯物主义和“平等观”上来。像素质教育这类“创新”不是太有根据。

3. 德育无疑是重要的，德育为先，历来如此。但p.11将素质教育提到战略高度似无什么新的内涵。纲要中对此的论述（p.11）无非是强调德育是素质之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总结我们60年来的教育,没有那年那月不是将德育放在第一位的，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从反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红与专”大辩论，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教育为主课（四清，与毛远新谈话），直到文革十年的全天侯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只红无专”，都一直是强调“德”育。近三十年，我们也是一直坚持德育为先的。
4. 我们还应回到教育本身的内涵上去，回到由中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总结的“德、智、体、美”上去，这是一个很全面地概括了教育内涵的总结，所有新的提法都没有，也不可能有超出这四个字的地方。建议将这“四育”重点写入纲要中，将这四个方面阐述清楚，并论述实现途径。

5. 不要将四育割裂开，而要贯穿在婴、幼、小、中、大、研等教育的每个阶段，将四育融合为教育的一体之中，特别是要在整个专业教育中体现。
6. 教育中的人才培养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大致可分为技艺型人才和创造性人才两大类。
体育竞技人才、演奏人才等属技艺性人才，要突出实际，突出“练”字，要从小练就。
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等属于创造性人才，培养这类人才，固然要从小就要打好基础，但很难用什么“巅峰计划”、“杰出工程师”之类的办法能培养成功的。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穷困潦倒，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伯尔尼专利局的差事能生活下去，有谁知道他的天才在那儿。5年以后，他从几个年轻人自办的“奥林匹亚科学院”脱颖而出，他的布朗运动、量子论和狭义相对论横空出世，震惊了世界。
7. 教育就是在于培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捍卫真理”的人。这方面成功了，就会后继有人，社会就会进步。

《现代化语词典》对“教育”的注释：作为名词：按一定要求培养人的工作，主要指学校培养的工作；作为动词：用道理说服人的工作。
我在想，我们共产党人在解放前不占有很多的教育资源，但当时统治者所掌管的学校却为我们培养了大批人才，不仅是自然科学技术领先人才，也为我们准备了大批社会科学人才和献身革命的人，就连军事人才都是如此。我们的元帅、将军们有不少就是国民党掌管的学校为我们培养的。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学，也为我们培养了大批人才，包括无数的大师级人才。

所以学校只要坚持教育内禀，按教育科学的规律办学，就能够培养出服务社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人才。我们是坚持真理、捍卫真理、为整理而献身的人，教育是用道理、真理说服年轻人的事。教育回到这点，教育就会成功，这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

8. 我对全世界的教育都不持乐观态度，几千年来，教育在德、智、体、美四育上的发展是很不均衡的。在知识教育、体育教育上都很成功，教育的工具和手段越来越先进，效率越来越高，未来甚至可以采用“知识植入法”来提高效率（Throughtput），剩下的就是智能的培育了。

在“美”的教育上也有很多不成功之处，如现代化中一些丑的东西却被认为美，人类由裸体，茹毛饮血，到知道以衣遮体，讲究熟食、营养学，是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表现，但却有人提倡“恢复裸体纤夫”之类的东西，要泸沽湖的女儿国保持“走婚”等等。
在“德”育上是很不成功的，两千多年来的兴办教育，我们的生存环境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到今天居住在“铁窗、铁门紧闭”的屋中，虽有各种“监视器”、“报警器”密布，仍然时刻提心吊胆。看到街上一位老人摔倒在地，却无人敢去上前搀扶。不知我们的教育在培养“德”上有无真正实效！

四、关于抓教育质量
p.9 “制定教育质量的国家标准，建立教育质量的保障体系”。

标准化是工业大规模生产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是人类20世纪文明中的一个重要进展。但教育是培养人材，人才和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产品是有本质区别的，能用工业中的标准化之路来规范教育吗？这是值得研究的。
教师讲课的质量控制也不能靠评比，靠“演课比赛”之类的办法，培养杰出教师同样也不能靠“评”和“封”的办法。
五、应当认真总结六十年教育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历史使人聪明，所以要研究历史，认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知道做错之处，就更为可贵，因为那往往是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地方，使我们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研究历史，当然第一要搞清楚史实，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发现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提高我们的认识，才能使我们真的变得聪明些，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这就是以史为鉴。
另外，以史为鉴不能只限于借鉴中国的历史，还应当借鉴世界的历史，因为这些都是人类用高昂的代价所积累起来的人类财富，我们不仅不应当排斥，而且要认真学习和吸收，并用到我们的实践中。这会使我们更聪明些，少走些弯路。
因此，在制定《纲要》时，我们应当以勇气、智慧、坚韧的毅力正视我们建国以来60年的教育史，正视我国两千年来的教育史，正视国际上的教育史，特别是他们近200年来的教育史。从中找出我们应当走的正确的路。
六、关于杰出人材的培养
《纲要》草案p.8，“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拨尖创新人材？”
这前两项任务是可以实现的，这也是我们建国以来教育上比较成功之处。但拔尖人才的培养能否落实？如何保证？这是《纲要》草案还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
钱老逝世前最挂念的事就是如何使中国的大学能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那样能培养出具有科学精神的一流人才。他的讲话明白告诉我们，现在“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还没有一所大学能担当这一任务。钱老的讲话还明白地告诉了我们，能培养这样人才的大学是什么样的，那就是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一类的大学那样。钱老让我们去努力研究的、寄希望于我们的是要办好一批能为我国培养出一流人才的大学。
其实对于什么样的大学能够培养有创造力的一流人才，大家都比较清楚。我们中国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大学，清华、北大、南大等多所大学就曾经为我国培养过不少这样的杰出人才。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10年间毕业生总共才2000人，其中出了很多杰出人才，他们中有几位“诺奖”的苗子，有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法学家、作家、艺术家……，而我们用了六十年时间，毕业生几千万，为什么拔尖人才如此之少？为什么原来曾经为我国培养过不少顶尖人才的学校，却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来了？这的确是我们教育事业的痛处，我们应当能正视这一惨痛的现实。教育界不少人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意见，但大都只是承认了这一现实，并未深究为什么会这样。倒是一位不是从事教育的作家岳南，在他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涉及了这个问题，间接地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现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我们的大学建设成为能够培养顶尖人才。《纲要》稿还未能回答这个问题，应当作为专题认真地研究。
我觉得一流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的是要为有才华的人创造一种生存环境，有良好素质的人在这种环境中就有可能演化为杰出人才。我们从达尔文的演化论知道，生存环境对于生物的演化是至关重要的外在条件，而生物本身的素质，它们的DNA则是进化的基础。我们应当在两方面进行研究探索，一是探索杰出人才成长所需的生存环境到底应当是什么样的。钱老曾提过不少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如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要有“good idea”、讨论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形象思维、大跨度的联想。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创造一个宽松民主的环境，让他们能够确立起独立的人格，能够自由地思想，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捍卫真理。
二是要研究如何建立一种机制，能够将有良好素质的人才选出来，育英才的第一步是遴选人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认真探索出一套有效的办法。

七、其他
1. 整个规划写的冗长，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论述平平。
2. p.28、29中的对残疾的教育是很好的，为鼓励高校接收残障人入学，建议像接受国防生那样，由有关部门按人数拨“专款”，用于对其进行特殊照顾。只有这样才能落实残障人在一般学校学习的问题。
3. p.42,我们在经济领域是开放的，允许外国在华投资，在教育上我们鼓励到国外办学。是否允许外国机构、外资来华办学？这可能要比花大量钱派出大量人员留学效率要高得多吧！
《纲要》对我国今后发展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将是我们发展教育的指南。因此，我认真地读了、想了，提出几点个人意见，供参考。是否对，请各位指正。
王育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2010年3月28日
座谈会发言稿修改补充

附件1：“晶体管的发明”
Bogdanowicz, Anna, “Honoring the trailblazing transistor,”
《The Institute》Vol.33, No.4, p.9, Dec. 2009

http://www.ieee.org/theinstitute 

1947年12月Bell实验室的John Bardeen，Walter Brattain和William Shockley发明了晶体管。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础性的重大突破。从此开始了按Moore定律高速发展的电子新时代，半导体工业为人类步入信息化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半导体已成为有$2500亿的工业。

这三人获得了1956年诺贝尔物理奖。2009年12月8日Bell实验室在Murray Hill靠近第一支晶体管诞生的房间附近为这支晶体管制作了一个饰板，展示这一伟大的发明。饰板写下了如下的说明：

“At this site, in Building 1, Room 1E455, from Nov 17th to Dec 23rd, 1947, under the director of William B. Shockley, Walter H Brattain and John A. Bardeen discovered the transistor effect and developed and demonstrated to their colleagues a point-contract gemanium transistor. This led directly to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in solid-ttate devices that revolutionized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and changed the wa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lived, learned, worked, and played.”

1904年John Fleming发明了二级电子管（Diode），可作为整流器和调幅接收机的检波器，2004年被荣授为IEEE里程碑。1906年Lee De Forest（曾在1930年任IRE学会主席）发明了三级电子管（Triode），这在电子学历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使信号放大、调制、开关控制等成为可能，大大促进了通信、电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由于电子管体积大、功耗大、易碎、发热等缺点，人们早就寻求其它可能的替代途径。1926年，物理学家Julius Lilenfeld取得了场效应晶体管的概念性专利，是当今场效应晶体管的原理，但不清楚当时Lilenfeld是否之作出了这类器件，也不清楚按其专利的描述是否真的可以做出一个场效应管。1934年物理学家Oskar Heil取得了另一类场效应晶体管的专利。两年之后，Bell实验室的研究主任Mervin Kelly建立了一个部，研究固态物理学，希望能够制做出替代真空管的产品。由于二战爆发，研究组解散，这一工作被搁置。但战时的一些研究使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了硅和锗半导体。到了1945年，Kelly决定继续固态器件的研究，让Shockley和化学家Stanley Morgan组建一个团队，包括有Brattain，Bardeen，Robert Gibney，Bert Moore， JohnPearson。他们由战前关注的硒和氧化铜转向硅和锗半导体。两年之后，Brattain有了一个历史性发现，晶体表面形成电子壁垒，接着他与Bardeen探索减小表面状态影响的途径，以便能制作一种固态器件。他们决定采用点接触，而不是采用场效应。

1947年11月，他们制作出一个功能性器件，到12月16日成功制出了第一支固态晶体管。12月23日向Bell实验室领导展示了这支点触晶体管构造的放大电路功能，立刻引起重视。Shockley发明了另一种结型晶体管，更坚固和易于制作、工作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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